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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近代、現代甚至當代中日之間的交惡問
題，特別是侵華戰爭的爆發起源與動因，村田認
為，必須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進行重新把握和定
義。就時間上而言，村田雄二郎認為，所謂
1901-1911這十年時間，被部分美國學者稱之為
中日關係的「黃金十年」，是並不準確的。村田
承認，固然，在一部分學者看來，在這十年時間
中，當時的大清國與日本之間的學術、人文、實
業甚至清代官制改革，兩國均有很多互動與合
作，且大量大清國留學生前往日本，但是，卻不
能夠否認日本在這十年中進行的擴張，特別是對
朝鮮的吞併。而在空間上，由於日本的擴張除了
中國，還包括了朝鮮甚至更廣闊的地區，所以，
思考中日之間的關係，應該在地理思維上，置於
「東亞」的區域框架中。如此，才能較為全面地
去看待兩國的歷史互動脈絡。

源點起自日俄戰爭
村田表示，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對中國
的影響相當巨大。戰爭結束之後，俄國與日本
簽訂了合約。合約的一個重大影響，便是俄國
的勢力暫時從東北亞撤出，當時的朝鮮半島淪
為日本的保護國。此後，日本加快了吞併韓國
的進程。而1909年發生的韓國愛國志士安重根
刺殺伊藤博文事件，更是使得吞併進程於最快
時間內完成。1910年，在韓國親日派李完用的
主導下，當時的韓國純宗皇帝被迫簽訂所謂的
「合併」條約，開啟了日本殖民統治韓國的歷
史。不過，村田指出，二戰之後，日本歷屆政
府均認為當時的所謂「日韓合邦」是合乎國際
法的。這是值得深思的地方。村田指出，以他
個人的觀點來看，當時的韓國純宗皇帝，完全
是在被迫無奈的情形下簽訂條約。此外，村田
還表示，日本佔領韓國之後，在韓國皇宮附近
修建了總督府。這樣的建築，毫無疑問是對韓
國民族心理與尊嚴的巨大傷害。
除了日本吞併韓國之外，日俄戰爭的又一個
重大影響，便是中國的滿洲地區成為日本侵略
的範圍。村田說，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在中國
東北建立了滿鐵公司，試圖修建南滿鐵路和安
奉鐵路，以擴展日本的軍事與經濟影響。令中
國人痛心的是，在日俄就戰爭問題交涉期間，
由於日俄合約涉及中國在滿洲地區的主權，故
而當時的清政府曾試圖派人參與和談，但是卻
遭到了日俄兩國的同時拒絕。不僅僅如此，日
本當時已經通過外務省以及陸軍參謀本部，派
出學者內藤湖南等人前往中國東北以及中韓有
領土爭議的間島地區進行調查，為日後的擴張
行為進行準備。

不能忽略的美國角色
村田特別指出，關於中國的滿洲地區，學界
往往忽略另一個重要國家的角色——美國。村
田說，當日本開始取代俄國逐步佔領中國的滿
洲地區時，美國也試圖介入滿洲的資源開發，
將其作為自己的經濟利益區域與勢力範圍。故
而，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南滿洲地區，發生了
美國與日本的外交及利益衝突。於是，1909
年，美國正式提出了「滿鐵中立化」的提議，
試圖形成美國與日本在中國滿洲地區的利益共

享。
而在1908年，美國就已經與日本簽訂了條
約，一個重要內容便是：美國承認滿洲為日本
的勢力範圍；而日本承認菲律賓為美國的勢力
範圍。村田表示，這是極為典型的帝國主義國
家之間的博弈與妥協。而在這一過程中，雖然
中國政府——無論是清政府還是後來的民國政
府，外交官們都試圖盡力保全國家利益和主
權，但是國家積貧積弱的現實帶來的是弱國無
外交。中國不可避免的在這一國際博弈中，失
去了自己的主權。以至於安奉鐵路實際上根本
未獲得中國政府的許可，但日本依舊強行開
工。

中國知識界的警惕
日俄戰爭的結束，以及韓國被日本吞併、中
國喪失在東北地區的主權，觸發了中國知識分
子的危機意識和愛國熱情。當時，日本已卸任
的首相大隈重信主張所謂「支那保全論」，認
為日本是亞洲先進的文明國家，而中國與韓國
是亞洲落後的國家；中、日、韓三國均屬黃種
人；因此，日本有責任幫助和提攜中國與韓國
共同進步，同時排拒白種人國家在東亞的勢
力。這種論調，引起了當時一部分中國知識分
子的警覺。
村田說，尤其是在韓國被日本吞併前後，中
國知識界的不少人已經將日本視為是一個對中
國具有侵略可能的帝國主義國家。當時的中
國，盛傳這樣一種傳言：伊藤博文擔任過日本
駐韓國統監；而大隈重信則將擔任中國的統
監，以此來實現日本對中國、韓國的一併侵
吞。這種說法在當時頗為流行，反映出了中國
文化知識精英深深的民族憂患意識。特別是後
來成為民族資本家的張謇，便主張清廷必須盡
快進行內政改革，立憲法，以扭轉國運的頹
勢。當時的上海《時報》等輿論傳媒，也對日
本可能派大隈重信統監中國的傳言保持高度警
覺。
在村田看來，對這一問題觀點最為深刻的，
是當時已經流亡在日本的梁啟超。梁啟超認
為，惟有將中國變成一個立憲的文明國家才能
避免亡國滅種的危機；此外，梁啟超甚至專門
撰寫文章，總結朝鮮亡國的緣故，認為其專制
宮廷要對國家的敗亡負最大責任。在另一個層
面而言，梁啟超認為，現實的中國，必須緊緊
守住外交、財政與軍事三項國家主權，避免重
蹈朝鮮的覆轍。村田指出，有關大隈重信統監
中國的言論，在1915年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
一條的時候，又被輿論提出。可見，在當時的
日本擴張背景下，中國知識界與國民對國家主
權與尊嚴的捍衛已經越來越堅決，對日本也充
滿了警覺。
故而，村田雄二郎認為，所謂中日關係「黃
金十年」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中日之間後來
兵戎相見、侵華戰爭爆發，與1901-1911這十年
的日本擴張路線有着巨大的關聯。在思考中日
現代與當代的歷史時，回到這個被稱為「黃金
十年」的時間中去思索，或許更能夠找到歷史
的答案，汲取歷史的教訓，共建兩國以及東亞
未來永久和平的基礎。

1901-1911這十年，被一些歷史學者稱為中日關係的「黃金十年」。在當時亞

洲主義思潮盛行，以及中國留學生赴日本學習、日本參與清末新政等背景下，這

十年中，日本的擴張一面往往被忽略。但恰恰是這十年的時間中，埋下了中日後

來二度發生戰爭——侵華戰爭的種子。這是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村田雄二郎不久前

在香港城市大學進行One Asia Foundation學術交流時所表達的觀點。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黃遵憲是晚清中國知名的愛國詩人、政治家。值得一提的是，黃遵憲與日本的關聯也極為深
厚。通過與中國學者的聯合研究，村田雄二郎對黃遵憲的生平進行了詳細考察，中日兩國的學
者均認為：黃遵憲是晚清外交家的傑出典範。
甲午戰爭前，黃遵憲曾經在日本擔任外交官，這一時期，日本剛剛邁入文明開化的強國時

代。黃遵憲彼時實際上主持着大清國駐日本外交機構的實際工作。在日本擔任使節期間，黃遵
憲親自撰寫了諸多有關日本歷史、現實以及未來大清國與日本外交關係的著作。此外，黃遵憲
作為一名外交官，在日本盡職盡責，廣交朋友，與日本的文化界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早稻田大
學曾經編纂出版過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記錄的書籍，以為後世存證。
甲午戰爭清朝失敗之後，光緒皇帝在知識界的要求下，希望學習日本、開始推行維新變法，

希望以改革實現強國的夙願。此時，日本方面主動提出，希望由黃遵憲擔任大清國駐日本的全
權公使，協調兩國關係。後來戊戌變法失敗，黃遵憲一度被拘禁於上海，經過各方交涉始被釋
放。
村田指出，黃遵憲無論是人格、學術以及工作態度，都具有一流的才華。因此在日本期間，

黃遵憲得到了日本各界以及朝野的一致好評。晚清不少外交官呈報國內的文書，均是由下屬代
為寫作，但是黃遵憲卻一直親自撰述，力求準確無誤。因而，在晚清中國紛亂的時局中，黃遵
憲可以被視為是外交官的典範。

村田雄二郎認為，中日兩國的關係，有幾大轉折點，是不
能夠被忽略的。分別是清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本吞併
韓國、二十一條風波、1928年濟南事件、九一八事變以及七
七盧溝橋事變。這些事件的發生各有其背景，但是卻構成了連
續性的使中日兩國交惡的歷史脈絡。
村田說，甲午戰爭使得大清國傳統帝國意識徹底破滅，催生了

內部改革的思潮；而對日本來說，甲午戰爭的勝利，則為日本提供
了繼續向外擴張的物質基礎。日俄戰爭的影響則更為巨大。就中國
而言，兩個外國列強在中國領土上進行戰爭，這是中國徹底喪失國權
的標誌，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高漲，且立憲派與革命黨在此時也
相繼提出立憲主張，對清末改革與辛亥革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日本強
行吞併韓國，則更是引起了中國知識界對日本擴張的警惕，同時加深了
中國人的民族憂患感。
辛亥革命之後的二十一條、濟南事件、九一八事變以及七七事變，兩國

的交惡已經持續深入，戰爭不可避免。這些歷史事件，是中日關係的轉折
點，並不能被看作是孤立的個體，而必須置於兩國整體格局之下。如今，需
要的是如何汲取歷史的教訓，避免戰爭與悲劇的再度發生。從這個角度看，兩
國的知識界任重道遠。

談黃遵憲：外交官典範

不可忘卻的
中日關係轉折點

■晚清報刊，充滿着民族憂患意識。

■首爾景福宮，在殖民時
代成為一種傷痛回憶。

■辛亥革命之後，中日持續交惡。圖
為抗日戰爭中，中國士兵的頭盔。

■日本殖民韓國，引起
韓國民眾的抗爭。圖為
刺殺日本高官的義士尹
奉吉雕像。

■清日戰爭中國紀念銅像

■講座現場

■村田雄二郎

「「黃金十年黃金十年」」
暗藏戰爭陰霾暗藏戰爭陰霾
——村田雄二郎述說村田雄二郎述說辛亥革命前後東亞格局流變辛亥革命前後東亞格局流變


